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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后中国区域法制的变化

王立民*

摘 要 甲午战争以后,中国大地上的区域法制变化最显著的是租界、租借地法制。这种

变化又突出体现在地域和内容两大领域。地域的主要变化是,原有租界区域法制的地域扩大,

新的租界区域法制的地域出现,租借地区域法制的地域从无到有。内容的主要变化是区域法

制更加殖民化、日本化和多样化。发生变化的原因主要有三个,即中国主权的进一步受损、日

本的扩张和侵略、西方国家传统的影响等。区域法制的变化带来了一些不良后果,主要是中国

法制的统一性进一步遭到破坏、华人的人权进一步遭到侵犯、中国经济进一步遭到掠夺和丑恶

现象进一步泛滥等。甲午战争以后中国区域法制的变化已成为历史,但仍有值得反思、借鉴之

处,并为中国今天的区域法制建设提供一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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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以后,中国大地上的区域法制发生了较大变化。这种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

国法制、社会的变迁。那时,租界、租借地区域法制的变化最为突出,本文以其为样本,来反映

这种变化。目前,中国对这一主题的研究比较欠缺,鲜有相关成果,有作进一步探研的空间。

一、甲午战争后中国区域法制地域的变化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区域法制产生了,上海租界等的法制就是如此。甲午战争以后,中
国的区域法制的地域有了明显变化,变得地域越来越大、越来越多,主要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一)原有租界区域法制的地域扩大

这是指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出现的租界区域法制,在甲午战争后其法制的生存地域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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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扩大。这是甲午战争以后中国区域法制地域变化的一种表现。它随着租界区域的扩大

而加大。这种情况在甲午战争以前就已存在租界的城市里,几乎都曾发生,尤其在中国最大的

3个有租界的城市中,即上海、天津、汉口。甲午战争以后,这3个租界原有区域法制的地域都

得到了进一步扩大。上海在甲午战争前仅存两个租界,即上海公共租界与法租界。这两个租

界在甲午战争后,地域都有显著加大。其中上海公共租界加大了2万余亩,上海法租界则加大

了1万余亩,都创下了上海租界扩大地域的纪录。〔1〕天津的英、法租界在甲午战争以后也都

有扩大过程,面积也因此而大增。天津英租界在1897、1902年两年中,3次加大租界面积,共
增加面积为5689亩,以致其总面积达2860亩。〔2〕汉口的英租界也不甘落后,甲午战争后同

样加入了扩大租界地域的队伍。1898年汉口英租界净增面积337余亩,以致这一租界的总面

积达到795余亩。〔3〕这些租界地域在甲午战争后的增长比率均很高。上海租界地域的总面

积为4万8午余亩,新增了3万余亩,新增长率达60%以上。天津英、法两租界地域的新增比

率90%以上。汉口英租界地域的新增比率达40%以上。这些新扩大的租界地域内均实施原

租界内的法制,即把原租界的区域法制也实施于甲午战争后新扩大的租界地域。从中可见,鸦
片战争后建立的租界区域法制在甲午战争后得到了延伸,延伸到了新拓展的租界地域。

(二)新的租界区域法制的地域出现

鸦片战争以后不久,中国出现了区域法制。租界区域法制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区域法制。
那时,西方国家通过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取得了租界。这种租界建立有自己的立法、行政、司法

等机构,实行自治,被认为是“国中之国”。〔4〕其中,亦包括建立自己的法制,形成了区域法

制。〔5〕在租界区域法制中,最早建立的是上海英租界的区域法制(1845年),以后上海还出现

了美租界(1848年)和法租界(1849年)的区域法制。1863年上海英美租界合并,成立上海英

美租界,1899年上海英美租界改名为上海公共租界,上海因此而长期存在上海公共租界与法

租界两大区域法制。〔6〕除上海租界的区域法制以外,在甲午战争以前,中国的天津(1860
年)、汉口(1861年)、九江(1861年)、镇江(1861年)、广州(1861年)和厦门(1878年)也都设英

租界的区域法制;天津(1860年)、广州(1861年)分别设有法租界的区域法制;天津(1860年)
还设有美租界的区域法制。〔7〕总之,在甲午战争以前,中国租界的区域法制总数为13个,涉
及7个城市,3个租界国。

甲午战争以后,中国的租界区域法制明显增多,其地域覆盖面加大了。新增的租界区域法

制有:天津(1895年)、汉口(1895年)都建有德租界的区域法制;汉口(1896年)建立了法租界

区域法制;杭州(1896年)、苏州(1897年)、汉口(1898年)、沙市(1898年)、天津(1898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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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1901年)都先后建立了日租界的区域法制;汉口(1896年)、天津(1900年)建有俄租界区域

法制;天津(1902年)建立了意大利租界的区域法制;天津(1903年)建立了奥地利租界的区域

法制;天津(1902年)建立了比利时租界的区域法制;鼓浪屿(1902年)还建立了公共租界区域

法制。〔8〕总观这一时期中国租界区域法制的变化主要表现在这些方面。第一,增加了租界

区域法制的数量。甲午战争以后新建的租界区域法制数量很大,总数达15个。此前才13个,
增加率为115%。特别要关注的是,日租界的区域法制数量从甲午战争前的零个,一下子增加

到6个,占增加数量的首位,增加率也最高。第二,增加了租界区域法制的租界国。甲午战争

以后新设的15个租界区域法制中,涉及的租界国是7个国家,而此前才3个。7个租界国中,
新增是6个,它们是:日、德、俄、意、奥、比。其中,日本新设的租界区域法制数量最多,所占比

率也最高,达到了40%。第三,增加了租界区域法制涵盖的地方。甲午战争前,租界区域法制

涵盖的地方为7个城市。此后,这一区域法制所涵盖的地方增多了,增至14个,新增了7个。
新增的地方是:杭州、苏州、沙市、福州、厦门、重庆和鼓浪屿,新增率为100%。可见,甲午战争

以后,中国租界的区域法制出现了大增长。无论是租界区域法制的总数、租界国,还是租界区

域法制所涵盖的地方都是如此,增长率均超过100%,形成了井喷状态。从中亦知,租界区域

法制的生存地域也扩大了。
(三)租借地区域法制的地域从无到有

甲午战争以后,中国区域法制变化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随着租借地的出现,中国租借地

区域法制也从无到有。此前,中国曾短暂出现过租借地区域。那是在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

期间,英国强迫清政府把靠近香港的九龙半岛南端及石匠岛租给英国,但半年后英国通过《北
京条约》迫使清政府将其割让给了英国。〔9〕在短暂的租借期间,那里的租借地区域法制没有

建立、发展起来。甲午战争以后,租借地区域法制才得以建立并充分发展起来。从此,中国的

区域法制不仅数量增多了,类型也增加了,即增加了租借地区域法制。这从另一个侧面证实,
中国区域法制的生存地域进一步扩展了。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以后,在不到2年的时间

里,先后出现了4个租借地区域法制。〔10〕它们是:1898年建立的胶州湾(德国)、旅大(旅顺、
大连)(俄国)、威海卫(英国)区域法制,1899年建成的广州湾(法国)区域法制。〔11〕在这里还

要特别提及的是,胶州湾租借地在1914年被日本强占,旅大租借地于日俄战争期间被日本占

领。随着这两个租借地易主日本,它们的区域法制也发生了变化,变得十分日本化了。〔12〕从

中亦可见,日本是甲午战争以后出现的租借地区域法制的最大掌控者和受益者。
这些租借地国在取得中国的租借地以后,便把它们当作自己的殖民地,进行殖民统治,在那

里建立了自己的法制,行使自己的立法、行政执法、司法等权力。甲午战争以后,租借地区域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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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成了中国大地上新的区域法制。这里以旅大租借地区域法制为例。俄国取得旅大租借地以

后,很快建立了军政合一的殖民机构—军政部,由太平洋舰队司令杜巴索夫海军中将任部长。以

后,俄国把旅大租借地改称“关东省”,任命阿列克赛耶夫为总督。这一政权机关分省、区两级,官
员全为俄国人。〔13〕他们掌握了包括立法、行政权在内的最高权力。俄国在旅大租借地建立了

近代警政制度,设立警察署,行使行政执法权,警察有对居民施以监禁、罚款、笞刑等权力。〔14〕旅

大租借地设立后不久,还建立了自己的法院体系,分为地方法院、劝解法院(治安法院)、中国人法

院等,上诉法院则是俄国伊尔库茨克上诉法院,它们受理租借地区域内发生的各类案件。〔15〕其

它租借地区域法制也有相似的情况。可见,甲午战争以后,中国区域法制的生存地域从租界扩大

到了租借地,区域法制地域的数量增多,区域法制的涵盖面也进一步扩大了。
综上所述可见,甲午战争以后,中国区域法制在生存地域中有了明显扩大。这些法制不在

中国所控范围之内,不是中国法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其自己的独立性。这就意味着中国

自己法制的控制地域在缩小,控制力在减弱,法制遭到了进一步破坏。

二、甲午战争后中国区域法制内容的变化

甲午战争以后,中国区域法制不仅地域在变化,而且内容也在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为

更加殖民化、日本化和多样化。
(一)更加殖民化

甲午战争以后,中国区域法制内容的一个重大变化是其内容更加殖民化,而且在甲午战争

前的租界和甲午战争后新建立的租界、租借地区域法制中均有体现。首先,甲午战争前租界区

域法制的内容在甲午战争后变得更加殖民化了。这些区域法制在鸦片战争后出现,其内容在

甲午战争后变得更为殖民化了。这里以上海租界的区域法制为例。上海在甲午战争前已形成

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两大租界,其区域法制也是如此。甲午战争以后,这两大租界区域法制的内

容都更具殖民化了。以上海租界内会审公廨权限上的殖民化为例。甲午战争以后的1911年

其权限开始突破1869年《上海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16〕的规定,使其更殖民化了。这种突破

涉及会审公廨人员的配置、外国审判人员的职权、经费支出、案件的管辖、庭前程序和监狱管理

等一系列内容。具体是:由领事团确定的中国审判人员,应在外国审判人员的指导之下进行审

判;中国审判人员的薪俸由领事团负责发放;可以审判5年以上徒刑的案件;传票和拘票均由

巡捕房负责执行;纯华人的案件也须有外国审判人员监审;会审公廨的监督由巡捕房负责执行

等。〔17〕到了1914年上海租界会审公廨的权限又有进一步突破,把越界筑路即华界地域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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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案件也划入其管辖范围。1914年的《上海法租界扩广条款》〔18〕的第10条明文规定,会审

公廨有权审判在越界筑路地域即“外马路区域”内发生的华人间的案件。“上海租界公审公堂

之中国审判员亦有权审问在外马路区域内中国人之民、刑诉讼”。可见,甲午战争以后,上海租

界对会审公廨的控制进一步加强,殖民化程度也更高了。
其次,甲午战争后新建租界区域法制的内容比以往租界区域法制的内容更加殖民化

了。这是中国区域法制更加殖民化的另一种表现。甲午战争以后,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

批新的租界区域法制,其内容比此前建立的租界区域法制的内容更加殖民化。这里以法

租界的区域法制为例。甲午战争后设立的汉口法租界区域法制的内容一开始就比鸦片

战争后上海法租界区域法制的内容更为殖民化,其领事权力的规定就是如此。鸦片战争

以后,上海法租界建立后不久,在1862年成立管理机构公董局时规定的领事权力,仿效

了上海英租界的制度,即由法国在上海的侨民起决定作用,公董局董事会是行政机构,租
地人会议是立法机构并兼有监督行政机构的作用,法国领事则不干预租界的日常行政事

务。〔19〕然而,甲午战争以后,汉口法租界区域法制建立时,其规定就不同了。它赋予法

国领事更大的权力,直接掌控法租界事务,直接体现法国的意志。1896年施行的《汉口租

界租约》规定,法国领事直接掌握租界的行政权,负责法租界内的秩序和公共安全;违反

交通法规的行为,由负责行政工作的领事处理;违反巡捕房制度的行为,由负责司法工作

的领事处理;缓交或不交纳税金的行为,由领事法庭列出相关名单,令领事追缴;法租界

内的民众不满租界管理,指责领事的能力,其将会立即被取消永久租界的公民权等。〔20〕

以这一规定为依据,法国领事在汉口法租界内具有了最高权威,直接代表了法国的国家

利益,与董事会所代表的在华侨民和租界居民的权益明显不同,其殖民化程度更高了。
最后,甲午战争后建立的租借地区域法制的内容非常殖民化。这是甲午战争后中国区域法

制殖民化的又一种表现。这种租借地区域法制的内容比所有中国租界区域法制的内容都要更加

殖民化。这里以威海卫租借地区域法制为例。第一,威海卫区域法制是英国属地的法制。英国

的《1901年枢密院威海卫令》〔21〕第1条把威海卫规定为英国的“属地”。“所有本法令实施界限

内的领域和地区,在本法令中均称为‘本属地’。”因此,威海卫的区域法制也就成了英国属地的法

制,受英国的直接控制了。第二,英国的法制可以直接适用于威海卫租借地。此令的第19条明

确规定,设立在威海卫的法院在审理民、刑案时,在自己的管辖权范围内,“遵守英格兰现行成文

法及其他法律之原则,遵循英格兰法院或者治安法院的诉讼程序和惯例”。威海卫租借地在英国

法制的覆盖之中了。第三,英国控制地香港的法制也适用于威海卫租借地。此令的第9条还规

定,根据情况需要,“所有施行于香港法制和条例可以在适当修改后适用于或者直接适用于本属

地”。把威海卫租借地等同于英国控制地香港。第四,威海卫租借地的高等法院和上诉法院均是

英国的法院。此令的第2条和第12条对此作了规定。第12条规定,在威海卫租借地内“应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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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9〕

〔20〕

〔21〕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第2册),三联书店1959年版,页1030-1031。
参见费以康,见前注〔1〕,页246-247。
参见袁继成,见前注〔3〕,页233-234。
邵宗曰、陈光:《英国租借期间威海卫法令汇编》,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页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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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处国王陛下威海卫高等法院”。第2条又规定,威海卫租借地的最高法院是“指国王陛下香港

最高法院”。威海卫租借地的司法机关成了英国的司法机关。第五,威海卫租借地的行政长官和

法官都由英国国王直接任命。此令的第3条规定:“行政长官的人选可随时由国王陛下以敕令方

式任命。”同时,威海卫租借地的行政长官又兼任法官。第12条同时规定:“在正式任命法官之

前,高等法院应由行政长官掌理。法官被正式任命之后,高等法院由行政长官或者法官掌理,或
者由行政长官与法官共同掌理。”实际情况是,长期以来威海卫租借地高等法院的法官始终由行

政长官兼任。〔22〕威海卫租借地的立法、行政、司法权均牢牢控制在英国手中。英国的法制从威

海卫租借地的性质、适用的法制、司法机关和行政长官、法官的任命等方面都作了明文规定。这

些规定都体现了英国的意志,把威海卫租借地作为自己直接掌控的属地。只有殖民化程度很高

的地区才会出现这样的规定。中国租界区域法制中没有如此的规定,其殖民化程序比租界区域

法制高多了。中国其它租借地区域法制中也有类似情况。
(二)更加日本化

甲午战争后,中国区域法制还出现了一种日本化表现。这是一种体现日本愿望、维护日本

利益、打击反日本入侵法制的表现。这在租界、租借地区域法制中都有体现。首先,在甲午战

争以后新建日租界的区域法制中,日本化很明显。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在中国新设了一批租

界。在这些日租界的区域法制中,日本化都很明显。这里以天津的日租界区域法制为例。第

一,权力机关的日本化。居留民会议是天津日租界的权力机关,具有立法、行政权。其选举制

度对居留民会议的议员资格作了规定。主要内容是:居住在天津日租界并纳税达6个月以上

的成年人,具有选举权;纳税人仅限交纳地产税、房产税、所得税和营业税4种税的人员;议员

人数为30人,任期2年,但日本人必须占议员总数的一半以上;居留民会议的议长、副议长必

须由日本籍人员担任;议员选出的行政委员会委员共为7人,日本籍委员也须半数以上,而且

会长、副会长也都须由日本籍人员担任等。〔23〕天津日租界被日本人名副其实地控制,日本化

不言而喻。第二,法制渊源日本化。在天津日租界区域法制中,日本的国内法是其主要的法制

渊源。其中,包括了天皇的“敕令”、外务省的“省令”等。居留民团是天津日租界的执行机关,
这些“敕令”和“省令”是其必须遵循的主要依据。〔24〕天津日租界区域法制的渊源的日本化也

决定了其法制内容的日本化。第三,行政执法日本化。天津日租界的行政执法机关与其职能

也都日本化。以其中的警政机关为例。这是它的主要行政执法机关。天津日租界内建有自己

的警察总署。总署内设有保安、警务、司法、特高课。课的负责人均为日本人,其官阶都是部

长。〔25〕这一警察总署的重要职能之一是镇压中国人民的抗日活动。其中的特高课在进行特

务活动时,要配合日本驻军搜集情报,检查抗日排日书刊读物,镇压中国人民的抗日力量。〔26〕

其它日租界的区域法制也有类似的表现。
其次,在日本控制了租借地以后的区域法制中,日本化也很快凸现。日本在占据了旅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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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3〕

〔24〕

〔25〕

〔26〕

参见王娆:“英租威海卫司法体制初探”,《环球法制评论》2005年第5期。
参见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天津租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页89。
同上注,页88-89。
参见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等,见前注〔7〕,页141-142。
参见罗澍伟,见前注〔2〕,页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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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州湾两个租借地以后,其区域法制很快发生变化,朝日本化方向发展。这里以旅大日租借地

的区域法制为例。第一,设立日本化的权力机构。日本占据旅大后不久,于1906年便颁行《关
于关东都督府设置之敕令》,明确了都督府的设立及其职权。此敕令规定,设都督府管辖旅大

租借地事务;都督府长官都督统率军队、统理一切政务;日本的陆军大将或中将充任都督;都督

具有立法、司法权,可以发布督府令,执行禁锢1年以下、罚金200日元以内的罚则;必要时可

以使用兵力等。〔27〕都督府成了真正的日本化权力机构。第二,制定日本化的规定。日本为

了加强对旅大租借地区域的管控,仿效日本本土市民的“自治”制度,制度了相应“市制”的规

定。1915年“市制”开始施行。其内容主要是:市是法人;改变市会议员的选举方式,即官选与

民选各一半;市会选出议长与副议长;新设市参议会;改变市官吏的选任办法与任期等。〔28〕

这一“自治”制度即是日本化的制度,是日本本土制度在旅大租借地的翻版。第三,建立了日本

化的审判体系。日本占据了旅大租借地以后,着手建立自己的审判体系,几经变化,最后定型

为三审制体系。即地方法院、高等法院复审部、高等法院上告部,分别为一、二、三审级的审判

机构。这一体系全由日本垄断。那时虽有类似的会审、观审做法,但日本控制的审判机关会运

用日本的法制行使审判权,租借地区域内的犯人不可能交给中方处理,中方实际上也不可能派

员去租借地参与审判。〔29〕日本不折不扣地控制了租借地内的审判权。日胶州湾租借地的区

域法制也有相似情况。
最后,在有的非日租界区域法制中,也出现了一些日本化因素。甲午战争以后,除了日租

界、租借地区域法制出现了明显的日本化以外,中国大地上的非日租界的区域法制中也出现了

一些日本化因素。甲午战争以后,日本的侵华野心日益膨胀。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便进一步扩

展了其在非日租界的势力,并从区域法制上加以突破。这在上海公共租界就有表现。1916年

日本迫使工部局董事会改变了没有日本董事的规定,日本人首次进入董事会,以后日本人的人

数又有增加,日本人在上海公共租界有了更多话语权。往后,日本又胁迫上海公共租界当局并

同意把一部分越界筑路地区的警察权交给日本,还达成了协议。这导致了这一租界苏州河以

北的一些区域成了日本的势力范围,难怪有人误以为这是日租界。实际上,它成了上海公共租

界国中之国的国中之国了。〔30〕天津英租界区域法制的日本化因素晚于上海公共租界,但也

存在。〔31〕可见,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化不仅出现在日租界与租借地区法制中,连有的非日租

界区域法制中也渐渐产生了一些日本化因素,从中亦可见日本的影响力之大。
(三)更加多样化

甲午战争以前,中国租界区域法制的差异和多样化就已存在。〔32〕甲午战争以后,中
国租界、租借地猛增,这类区域法制也随之增长,再加上原有租界的区域法制,甲午战争

以后中国租界的区域法制就比以往更多了。这些区域法制不尽相同,有差异,这就使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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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28〕

〔29〕

〔30〕

〔31〕

〔32〕

参见程维荣,见前注〔11〕,页88。
参见程维荣,见前注〔11〕,页93-94。
参见程维荣,见前注〔11〕,页128-129。
参见费成康,见前注〔1〕,页272-274。
参见费成康,见前注〔1〕,页285-286。
参见王立民:“论上海租界法制的差异”,《法学》2011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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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制变得更为多样化了。这种多样化主要通过以下一些差异表现出来。首先,租界与

租借地区域法制有差异。中国的租界是一种以居住、商贸为主的区域,其法制也是如此。
租借地则是一种以军港、战略要地为主的区域,其法制同样如此。这就决定了它们之间

差异的存在。这里以上海租界与威海卫租借地区域法制为例,来反映中国租界与租借地

区域法制的差异。甲午战争以后,上海租界仍然重视在城市建设、商贸金融方面的立法,
尤其是在土地买卖、税费标准、货物囤积、证券交易、公债发放等一些规定。上海公共租

界在1920、1924年均对公债的发放作出过相关规定。1924年公债发放规定的内容有:
发放公债的总金额为100万两银元;周息为6厘;每年发息2次;1934年全部偿清;券面

分为5000、1000、500、100两4种等。〔33〕这类规定在威海卫区域法制中没有出现过。
威海卫租借地区域法制中的有些规定在上海租界区域法制中也没有产生过。它的《1914
年港口条例》〔34〕为保证军港的安全,专门对军港中的汽船、帆板、救生艇等船只的停泊、
停靠、转 移、爆 炸 物 的 装 卸、救 生 圈 的 配 置 等 都 作 了 规 定。1923年 颁 布 行 的《港 口 章

程》〔35〕对军港的维护作了进一步规定,内容扩大到了非军舰不得使用转动吊杆、遵守军

港的信号、方便军舰出行、商船不得停靠海军水域等。这些规定在上海租界的区域法制

中,没有出现过。可见,它们的差异明显,都能反映自己区域法制的一些不同之处。
其次,同一城市区域中不同租界的区域法制也有差异。甲午战争以后,中国城市中的租界

大增,以致出现了有的城市里有两个以上租界的情况。这些租界都建有自己的区域法制,而且

还不尽相同,有差异。这种差异同样造成了租界区域法制的多样化。以汉口租界的区域法制

为例。汉口的英与德、俄、日等租界的区域法制对土地租赁的规定就不一致,有明显差异。英

租界区域法制沿用以往的传统和做法,规定在划定的英租界内,由英人自行向华人业主租地,
然后建房、居住、开业,英国领事一般不作干预。“英国民人,在各口并各地方意欲租地盖屋,设
立栈房、礼拜堂、医院、坟基、均按民价照给,公平定议,不得互相勒肯。”〔36〕德租界区域法制的

规定与英租界区域法制的规定就不一样了,其先由德国租下租界内的土地,然后再租给洋人。
“此地永租与德国国家,由德国官员尽速将地基从华民租给洋人。”〔37〕俄租界区域法制的规定

与德租界也有区别,其只规定俄国向中国租用界内土地,没有规定租用后再出租给洋人。“俄
国永租地基、所有华民地段,从立据画押之后,不准出售、暂租他人;只可永租俄国政府;此地之

价值由中国地方官与俄国领事官商量公平议价,以一年之期全行永租俄国政府”。〔38〕法租界

区域法制也沿用以往的传统与做法,对土地租赁的规定与德租界区域的规定比较相似,但其特

别强调向法租界租赁土地的客户,应向法国机构租地、租房、纳税。“各国客人在租界内租地或

租房屋,应至法国公署,税约应由法领事办理。”〔39〕日租界区域法制对土地租赁的规定虽也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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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立民:《上海法制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页208。
邵宗曰等,见前注〔21〕,页174。
邵宗曰等,见前注〔21〕,页174-178。
袁继成,见前注〔3〕,页516。
袁继成,见前注〔3〕,页521。
袁继成,见前注〔3〕,页521-522。
袁继成,见前注〔3〕,页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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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法租界区域法制的规定相似,但明文规定华人不可在界内租地。“该商民(指华人)等只准

居住,不得租地。”〔40〕华人被排斥在租地权之外。总之,虽在同一城市中,但由于各租界区域

法制不同,其内容也不一致,有差异。
最后,不同城市同一租界国的区域法制同样有差异。有的租界国在中国的不同城市都设

有自己的租界,也建立了自己的区域法制,然而这些区域法制也不完全一致,有差异。这里以

上海、汉口、天津的法租界区域法制关于华人居住权的规定为例,来反映它们的差异。上海法

租界区域法制关于华人居住权的规定有变化。在法租界区域法制建立之初,不允许华人住入

租界,即华洋分居,华人无居住权。至了1853年上海小刀会起义后,这一规定改变了,即华洋

杂居,华人有了居住权。〔41〕此后,华人在法租界的居住人数不断增多,外国人占法租界总人

数的比率一直处在低位。据统计,上海法租界1865年总人数是55,925人,外国人为460人,
所占比率为0.82%;1900年总人数是92,268人,外国人为622人,所占比率为0.67%;1910年

总人数是115,946人,外国人为1,476人,所占比率为1.27%;1930年总人数是434,807人,
外国人为12,341人,所占比率为2.84%。〔42〕可见,华人在上海法租界的人数长期比较多,这
是华洋杂居后的一种真实状况。汉口法租界区域法制的规定则不同,其在甲午战争后仍然规

定,在租界内华人无居住权。即“不准华民在租界内同住。”〔43〕天津法租界区域法制在甲午战

争前,没有明文规定华人在租界内没有居住权,〔44〕甲午战争以后也没有这样的明文规定。〔45〕

可见,同样是法租界,由于在不同城市,其类似规定的内容就不一样。其他租界的区域法制也

有相似情况。这同样造成了甲午战争后中国区域法制的多样化。
以上中国区域法制内容在甲午战争后表现出的“三化”,是此时中国区域法制变化的另一

个重要方面。它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中国区域法制的一个基本走向。这一走向离中国的主权越

来越远,离中国的法制也越来越远,而与西方国家的利益特别是日本的利益,则越来越近了。
这正好与甲午战争以后,中国的实际情况基本一致。

三、甲午战争后中国区域法制变化的主要原因

甲午战争以后,中国区域法制变化背后有一定的原因。主要是以下三个。
(一)主权进一步受损的原因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主权受到侵害,一批租界区域法制出现了。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

上的另一个重要事件。战争结束以后签订的《马关新约》(即《马关条约》)〔46〕进一步损害了中

国的主权。它规定,割让大片中国领土给日本,包括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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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41〕

〔42〕

〔43〕

〔44〕

〔45〕

〔46〕

参见唐振常主编:《上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页179。
同上注,页179。
参见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页90、141。
袁继成,见前注〔3〕,页523。
参见罗澍伟,见前注〔2〕,页457-460。
参见罗澍伟,见前注〔2〕,页486。
王铁崖,见前注〔16〕,页614-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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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列岛”;赔偿日本2万万两银子,即“中国约将库平银弍万万两交与日本,作为赔偿军费”;
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作为通商口岸;还允许日本在中国的通商口岸开设工厂,即“任便从

事各项工艺制造”。从中可见,日本侵略者下手狠毒,突破以往所有不平等条约的规定,竟然要

在中国办厂,进行资本输出,获取更大利益。日本开了先例以后,其他西方国家也一哄而上,掀
起了一股瓜分中国的浪潮。英、俄、美、法、德等国争先恐后获取中国的额外权益,而且还有预

谋。1912年8月18日的《黄报》报道了此事。“据接近外交方面的人士透露,各国代表曾在伦

敦开会,会上对中国财政问题的讨论很是简单,但对如何瓜分中国却作了许多规定。最重要的

是他们绘制了一张瓜分中国的地图”,“他们已决定用秘密的方式瓜分这个国家,而且还要相互

支持。”〔47〕这一地图显示了瓜分中国的西方国家与被瓜分的中国领土,具体是:南满给日本;
北满、蒙古、新疆给俄罗斯;山东、直隶、江苏给德国;福建、浙江、广西、云南给法国;西藏、青海、
四川、广东给英国;剩下各省则由美国、奥匈帝国、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瑞典、挪威、丹麦等国

分享。〔48〕这种瓜分就是对中国主权的进一步损害。
除了这种瓜分预谋,西方国家还有损害中国主权的实际行动。第一,向中国政府发放附条

件的政治性贷款。这导致贷款的总额加上利息共为7万万两以上,而且使西方国家控制了中

国的关税和盐税,加深了中国对它们的财政依赖。第二,攫取中国铁路的开发权。西方国家在

甲午战争后的几年间就攫取了芦汉、津镇、粤汉等铁路的开发权,总里程达1.9万余里。第三,
直接投资厂、矿。西方国家加大在中国厂、矿的投资,至1900年已设厂达933家;另外,在几年

中还获得10余省的采矿权。至1925年,西方国家拥有了100%的中国新式工矿业。第四,开
办了新的银行。甲午战争后,西方国家另开设了一些新银行,包括美国的花旗银行、法国的东

方汇理银行、俄国的华俄道胜银行等,进一步控制中国财政经济。第五,开辟了租借地。先后

开辟了胶州湾、威海卫、旅大、广州湾和九龙新界租借地,以它们为战略要地,在军事上进一步

钳制中国。〔49〕总之,中国的主权在甲午战争以后受到更大的损害,变得支离破碎。中国也变

得更为赢弱,任人宰割。可以说,甲午战争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近代史上的又一个重要结点,
即更加衰弱、殖民化的结点。

在中国主权进一步被损的情况下,此消彼长,西方国家乘机洞开中国大门,蜂涌而入,肆无

忌惮,切割中国,为自己谋取更大利益,使中国进一步殖民化。其中,就包括了租界、租借地区

域法制更有利于西方国家,进一步损害中国的主权。甲午战争以后,中国租界、租借地法制的

地域不断扩大,覆盖面也不断扩展,不受中国法制控制的地域越来越多,而且都是一些中国重

要的商贸城市和军事战略要地。中国的法制因此而变得四分五裂,法制的权威受到巨大冲击。
中国主权的进一步受损也导致中国殖民化的程度更高。租界与租借地更加独立,租界国与租

借地国的色彩更浓,中国主权对其更加望尘莫及。它们区域法制内容中殖民化程度的加大,正
是这种殖民化程度的直射。可见,甲午战争以后,中国主权进一步受损是形成租借地区域法制

产生、租界区域法制涵盖地域扩大、这些区域法制内容更加殖民化等的一个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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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48〕

〔49〕

上海市档案馆,见前注〔17〕,页242。
参见上海市档案馆,见前注〔17〕,页242。
参见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1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页237-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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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扩张与侵略的原因

日本是甲午战争的挑起者,也是分割中国的罪魁祸首和最大受益者。这也充分反映了日

本这个后发近代国家的野心和贪婪。鸦片战争爆发时,日本还沉浸在自己的传统社会中,国家

和社会都没有脱胎换骨,不像英、法等一些西方国家经历了从中世纪到近代的转型,国家与社

会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日本的落后同样受到西方国家的入侵。1853年美国东印度舰队

的4艘军舰进入日本的浦贺港,1854年又到了神奈川,近使日本政府签订了《日美和亲条约》,
日本的国门被打开。1868年的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开始“脱亚入欧”,突飞猛进,实现了向近代

的转变,完成了国家的统一,保持了国家主权的独立。〔50〕日本的军国主义也快速发酵,扩张、
侵略的节奏也随之加快,甲午战争是其野心、贪婪欲望的一次大暴露。《马关条约》对中国的侵

害,超过了以往任何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其不仅从中国索取大量经济赔偿和

领土,还开创了大规模资本输出的先例。中国的主权受到前所未有的损害,社会发展严重受

阻。日本的出手极其恶毒。
日本的这种领头作用,产生了狼群效应,其他西方国家纷纷效仿,大口啃吃中国这块肥肉,

中国变得更加千疮百孔。甲午战争成了中国近代史上又一个饱受屈辱的重大事件,中国由此

而从新的量变到了新的质变,陷入了更为半殖民化的泥潭。在这一大背景下,日本变本加厉,
其扩张、侵略的触角向更大范围,包括中国的区域法制。它开始在中国大量设立租界,其比率

大大超过其他西方国家,显示了其后发的贪婪。在租界的区域法制中,还大量加入日本因子,
意在中国夺取最大的权益。在甲午战争以后新建的日租界区域法制中,便有了明显的日本化

表现,包括权力机关、法律渊源、行政执法均日本化等。在日本控制的租借地区域法制中,日本

化也迅速凸显,其中亦包括建立日本化的权力机构、制定日本化的规定、建立日本化的审判体

系等。甚至在有些甲午战争前就已存在的中国租界区域法制中,也渗透进了一些日本因素,上
海的公共租界区域里就是如此。可以说,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化成了中国区域法制中的最强势

力量,在包括日租界在内的许多区域法制中还占据了主导地位。这成为甲午战争后中国区域

法制内容日本化的一个主要原因。
(三)西方国家传统的原因

西方国家在长期发展、演进中,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自然条件等诸多因素,逐渐形

成了自己的传统。这种传统还不完全一样,有的还差异明显。英国有重视自治的传统,尊重个

人、社会的意愿,强调契约自由,在市场观念、契约签订、资本运作、先进科技的使用等方面都比

较突出。法国则有崇尚共和的传统,比较重视整体利益,在城市规划、市政管理、公共利益等方

面比较擅长。它们的这种差异还融入进法制,并随着法制的移植,在其他国家也逐渐生根。英

美法系国家的法制中,有较多的英国传统;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制中,则有较多的法国传统。
西方国家入侵中国以后,这些不同的传统也随之带来,融入进中国的区域法制。这在鸦片

战争以后出现的区域法制中,已是如此。这里以上海租界区域法制中的租地规定为例。在上

海英租界划定的租界范围之内,由洋人直接向华人签订契约,进行租地,其中英国领事较少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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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上海土地章程》〔51〕的第1条就明文规定:“原业主(华人)与租房(洋人)出租、承租各字

据,经查核钤印,交还收执,以凭信守,并免违犯。”以后,这一规定在1863年成立的上海英美租

界和1899年改名为上海公共租界里继续被使用。它们依然保留着英国式的传统。上海法租

界区域法制中关于租地的规定就不同了。它先由法国领事向华人把土地全部租下来,然后法

租界再与土地需求人签约,分租给他们。法国领事控制着土地的分租权。这在被认为是“上海

法租界的宪章”的1849年“告示”中有明确规定。〔52〕它规定:“其所议界内地,凭领事随时按

照民价议租,谨防本国人强压迫受价;如若当地民人违约昂价,不照中国时价,凭领事府向地方

官饬令该民人等遵行和约前录之条款。至各国人如愿在界内租地者,应向法国领事商明办

理。”以后,上海法租界依然坚持了这一规定。
甲午战争以后,中国的法租界得到了扩展。在其他城市新建的法租界中,其区域法制的国

家传统得到了传承,以致与英租界区域法制也有区别,内容有差异。在汉口法租界,还是先由

法国领事先租下所有土地、房屋,然后分租给客户,客户在租赁土地、房屋后要承担纳税义务。
这些规定与鸦片战争以后,上海法租界区域法制中关于租地的规定如出一辙。同时,也与鸦片

战争后产生的汉口英租界的规定不一致,其的规定与上海英租界的规定相吻合。另外,在甲午

战争后产生的大陆法系国家的区域法中,也可以看到法国的传统,在汉口俄、德、日租界的租地

规定中同样如此。这些租界的区域法制受法国传统的影响,也都规定先由国家租下区域内所

有土地,然后再进行分租。只是这些大陆法系国家在华租界的区域法制中,还另有一些特殊的

打算,所以在规定国家先租下区域内所有土地的大前提下,还有一些小差异。汉口德租界区域

法制强调,德国官员分租土地的对象是“洋人”。汉口俄租界区域法制只规定,俄国政府租下租

界内所有土地,但没有进一步规定再分租给谁。汉口日租界区域法制则明确规定,华人不在分

租对象中,剥夺了华人租赁土地的权利。这些小差异也成为甲午战争以后,形成中国区域法制

多样性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其它租界的区域法制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西方国家传统的影

响,租界国的传统与其在中国的租界区域法制之间有一种难以割舍的联系。租借地国也与中

国租借地区域之间也存在这样的联系。
总之,以上三大原因成为甲午战争以后中国区域法制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它们导致了那时

区域的变化。

四、甲午战争后中国区域变化所造成的不良后果

甲午战争在其后的数十年里,都对中国产生着影响,包括对区域法制的影响。甲午战争以

后的中国区域法制作为支撑和配合,助长了西方国家对中国各种的侵害,并造成一些不良后

果,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一)中国的法制统一性遭到进一步破坏

法制的统一性是对一个主权国家法制的基本要求。在国家主权控制的范围内,法制应该

保持一致,具有统一性。不论是法律渊源、具体规定,还是行政执法、司法等都应如此。这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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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52〕

王铁崖,见前注〔16〕,页66。
(法)梅朋、傅立德:《上海法租界史》,倪静兰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页30-31。

北大法律信息网www.chinalawinfo.com/ 　北大法宝www.pkulaw.cn/



现公平正义的前提。法制不统一,实施法制也无法统一,难免要造成参差,以致公平失衡、正义

缺失。这是法制的一种灾难。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出现了租界区域法制,开始造成中国法制的

不统一局面。甲午战争以后,租界的区域增多、扩大,还产生了租借地区域法制。这些法制不

仅与中国的法制不一致,它们之间的法制也不一样,造成了中国法制统一性遭到进一步破坏的

不良后果。中国大地上的法制变得更加四分五裂。这种后果除了直接有损于法制的权威性、
严肃性之外,还给华人行动带来不便,给规避法制提供了机会。在通常情况下,租界与租借地

都是开放的区域,华人、洋人都可以进出、来往,有的区域华人还可以居住。洋人中的有约国人

享有领事裁判权,以遵守本国法制为主,区域法制对他们影响较小;非有约国人人少,问题不突

出。〔53〕华人则是区域法制的主要适用人群。他们不仅人多,还不熟悉区域法制的内容,容易

触犯这种法制;另外,熟悉了这类法制以后,也容易规避,因为其与中国的法制明显不同。上海

租界就出现过此类情况。有人因不知上海租界区域法制中有不准在马路上随地大便的规定,
在马路大便而被罚;有人利用不同租界巡捕管辖的区域不同而规避行政执法等。〔54〕这些都

是中国法制不统一而带来的衍生品。
(二)华人的人权遭到进一步侵犯

甲午战争以后,随着区域法制殖民性程度的提高,华人在区域内的人权更得不到保障,人
权被践踏的情况时有发生,特别是在日租借地内。这里先以日本的胶州湾、旅大租借地发生的

事件为例。日本在其控制的胶州湾、旅大租借地内通过各种途径侵犯华人的人权。第一,通过

随意捕杀华人来进一步侵犯华人的人权。日本取代德国控制了胶州湾租借地以后,采取了比

德国控制时期更为残酷的手段,甚至随意捕杀华人,山东华人因此而大受其害,人权没有保障。
有人回忆了日本入侵胶州湾租借地后的表现时说,日本的统治“较德军更加残酷。他们全副武

装横冲直撞,在胶济路沿线的城市和乡村中,随意捕杀中国人民,视中国人民如草芥。再加上

日本浪人无恶不作,山东人民所受的灾难可谓达于极点”。〔55〕第二,通过残酷剥削华人来进

一步侵犯华人的人权。日本在掌控胶州湾租借地以后,还残酷剥削华人。这种剥削大大超出

一个工人所能承受的工作强度,因而造成了华人的死亡。有人回忆了这种超时超强度的剥削

情况时说:“在日本监工皮鞭下的码头工人,常常被迫连续工作24小时甚至32小时,有的工人

干着干着突然昏倒甚至死去。”〔56〕第三,通过歧视华人来进一步侵犯华人的人权。日本取代

俄国入驻旅大租借地以后,采取了以往所没有采用的措施,其中包括歧视华人,以致华人受到

非常不公正的待遇,人格受到极大伤害。有人回忆了旅大被日本租借以后的情形时说:日本在

旅大还实行“民族歧视”的一些措施,极大地损害了华人的人格,这些措施包括:在旅大的工厂

里“不许(华人)工人同日本人进出同一个厂门”;“商店对中国人一律不实行商品供应而实施配

给”;“大米白面只准日本人享用”;“电车分为红色、绿色,日本人乘绿色电车,中国人只能乘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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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54〕

〔55〕

〔56〕

有约国人是指那些与中国签订过不平等条约、取得领事裁判权国家在华的侨民。非有约国人是指

那些没有与中国签订过不平等条约、不享有领事裁判权国家在华的侨民。
参见王立民,见前注〔32〕。
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等,见前注〔7〕,页430。
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等,见前注〔7〕,页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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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电车”等。〔57〕这种情况前所未有。可见,在日租借地的华人人权无法得到保障,受到了进

一步侵犯。另外,甲午战争以后,在中国的租界里,人权状况也好不了多少。上海公共租界的

五卅惨案 〔58〕、广州英租界的沙基惨案 〔59〕等也都是严重侵犯华人人权的记录。
(三)中国经济遭到进一步掠夺

甲午战争以后,随着对中国的资本输出和瓜分中国浪潮的掀起,再加上法制的规制,租界

与租借地对中国经济的掠夺也进一步加大了。尤其是在日租界、租借地,其掠夺性十分突出。
第一,在中国开设工厂。日本利用日租界开设工厂,进行资本输出。这里以重庆的日租界为

例。在重庆的这一租界里,开设了许多日本工厂,其中包括了火柴厂、丝厂、翻沙厂、铁厂、酱油

厂和灰面厂等。它的火柴厂制造“红头火柴”商品销往贵州等地;丝厂的商标有“金牡丹”、“红
牡丹”、“蝙蝠”等,产品运到上海等地。其它的工厂也都“直接利用四川土产和廉价劳动力获取

巨额利润”。〔60〕第二,向中国大量倾销商品。日本不仅利用日租界进行资本输出,还进行商

品输出。通过大量倾销商品,从中牟利。这里以天津的日租界为例。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日
本利用租界的便利,加紧对中国的商品输出,并逐渐取代了英国棉布、棉纱在中国的市场地位,
占据了大量市场,从中获利。日本以天津日租界为基地,大量进行进出品贸易,仅棉布、棉纱的

品种就有九龙粗布、蟠桃粗布,品牌有双鱼牌、日乌牌、五子牌等。经营此类商品贸易的以日本

三井洋行最为著名,此外还有日信、伊藤、江商等洋行。它们都在那里取得了最大利润。〔61〕

第三,廉价收购中国工农产品。以日租界、租借地为基地,日本以低价大量收购中国的工农业

产品,为其所用。这里以日胶州湾租借地大肆收购的铜与牛肉为例。铜是一种工业产品,也可

以成为军工原料。那时中国通行的货币铜元以铜为原料。日本在胶州湾租借地套购、强取铜

元,铸成铜块,运往日本。为此,周边的冀、鲁等一些地方铜钱急剧减少,青岛也成了出口铜的

港口。另外,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国,耕牛是一种劳动牲畜,牛肉则是一种农产品。日租借地大

肆廉价收购牛肉,出口日本。仅1920年中,就从此租借地出口牛肉11,369吨,生牛6,305吨。
这一农产品的大量出口,引起山东地区的牛荒,以致山东农会会长在呈文中悲叹:“再过数年,
牛种将绝,而家必有辍耕之叹!”〔62〕可见,日租界、租借地成了日本进一步掠夺中国经济的大

基地,中国经济也因此而受到了严重伤害。其实,在中国其它租界、租借地也不同程度地存在

这种情况,只是日租界、租借地更甚而已。
(四)丑恶现象进一步泛滥

在甲午战争以后,在殖民化区域法制的纵容、支持下,中国租界、租借地利用自己控制的区

域,进一步大肆泛滥丑恶现象,尤其是在日租界。那里的烟、赌、娼十分猖獗,毒害着广大华人。
关于烟的进一步泛滥。这里的烟指的就是毒品。日租界把毒品交易作为最为重要的营利渠道

之一,同时也起到毒害华人、削弱中国国力的作用,可谓一箭双雕。这里以汉口日租界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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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58〕

〔59〕

〔60〕

〔61〕

〔62〕

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等,见前注〔7〕,页458。
参见唐振常,见前注〔40〕,页593-594。
参见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等,见前注〔7〕,页303-306。
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等,见前注〔7〕,页392。
参见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等,见前注〔7〕,页144。
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等,见前注〔7〕,页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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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口的各国租界中,日租界的制毒、贩毒、吸毒最为严重,被认为“是华中地区制造毒品的大

本营。”〔63〕那里生产的毒品除鸦片以外,还有“白面”、“红丸”等。制毒、贩毒的地方星罗棋布。
其中,较为重要的贩卖“红丸”场所就有6处,制造吗啡厂2个,出售吗啡店面20处,经销鸦片

营业所2处等。日租界的毒品之所以泛滥,是因为得到日本领事署的庇护。日本人利用各种秘

密方法把大批毒品运到日租界外;可以用卡车装载,在日军的监护之下,运往各销售点,大量贩卖

毒品。日租界里有许多地方都是贩毒、吸毒活动频繁之处,其中包括了崇阳里、同德里、三德里、
晏清里、后小路、富士里等。当地的正义人士把到这种地方去,看作是一桩见不得人的事。〔64〕

第一,关于赌的进一步泛滥。赌也是日租界泛滥的丑恶现象之一,受害人不计其数。这里

以天津日租界为例,那里的赌博既有宝局,也有花会,而且赌主还与警察署勾结,有刑警、特务

护驾,于是大量泛滥。当时的宝局生意兴隆,嗜赌而倾家荡产者数不胜数。花会也在那里盛

行,许多小市民加入其中,并为此而神魂颠倒,上当受骗者成千上万。天津日租界的赌博被认

为是“影响甚广,害人非浅”。〔65〕

第二,关于娼的进一步泛滥。在日租界,娼也是一种泛滥的丑恶现象。这里以杭州的日租

界为例。日本在杭州开设租界以后,设厂、贸易等一些产业并不兴旺,而戏馆、茶馆、烟馆、菜
馆、赌馆、妓馆等“六馆”却大力兴办,生意兴隆。其中的妓馆“一枝独秀”,被认为“在‘六馆’中,
妓馆尤其兴盛”。〔66〕据统计,杭州日租界曾有公开登记的妓馆233家,妓女434人。〔67〕还有

大量暗娼不在其中。一个日租界就有如此规模的娼妓,在杭州近代史上绝无仅有。杭州日租

界成了纸醉金迷、诱人堕落的销金窟,也是一个不断分泌毒汗的恶瘤。许多正直人士提起这一

租界,无不深痛恶绝。〔68〕当然,甲午战争以后,中国其它租界、租借地的烟、赌、娼也进一步泛

滥,只是日租界最为突出。
甲午战争以后,中国大地上的区域法制在进入20世纪30年前,随着租界、租借地的收回,

许多便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只有日、英、法这几个国家的租界、租借地区域法制一直延续到40
年代初,其中日本的租界、租借地区域法制所占的比率最高。杭州、苏州、汉口、沙市、天津、重
庆等日租界、旅大租借地区域法制都是这样。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与英美

宣战,日本利用各种借口,乘机逐步入侵中国的所有非日租界与租借地,其区域法制也随之变

异。至此,中国的区域法制实际上已不再存在。它们都成了日占区的法制,与周边中国日占区

的法制无本质区别。这种状态一直持续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中国近代的区域法制也最终

划上了句号。

五、结 语

中国近代大地上区域法制的主要表现形态是租界、租借地区域法制。租界、租借地国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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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64〕

〔65〕

〔66〕

〔67〕

〔68〕

袁继成,见前注〔3〕,页394。
参见袁继成,见前注〔3〕,页394-396。
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见前注〔23〕,页116。
费成康,见前注〔1〕,页652。
建设委员会调查浙江经济所:《杭州市经济调查》,正则印书馆1932年版,页652。
参见费成康,见前注〔1〕,页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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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管辖的区域内,建立法制,不断运作,称霸一方。这种区域法制不仅游离于中国法制之外,它
们之间也不尽相同。它们的存在不仅以损害中国的主权为代价,而且还严重破坏了中国法制

的统一性。这一区域法制的产生、发展与三场战争直接关联。鸦片战争导致了中国区域法制

的产生,主要表现形态是租界区域法制。甲午战争引发了中国区域法制的井喷,不仅大量产生

了新的租界区域法制,还出现了前年未有的租借地区域法制,使中国近代区域法制发展到了顶

峰。其中,殖民化、多样化、日本化是基本走向。太平战争致使中国区域法制变异并逐渐走向

终结。其中的变异主要表现为大量的区域法制日本化,改变了原区域法制的一些面貌。终结

主要体现在,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节节胜利和抗日战争的结束,中国的租界、租借地区域

法制最终跟着租界、租借地在中国的终结,也走到了尽头。其中,甲午战争与中国区域法制的

关联最值得关注。它引起了这种法制的高度发展,表现形成也比较多样,对中国主权和法制统

一性的危害也最大。从中更能体现中国近代区域法制发展的主要趋向和一般规律。因此,也
更值得研究。今日,中国的区域法制依然存在,但与甲午战争以后的区域法制有天壤之别。然

而,那时的区域法制毕竟是一种历史存在,有反思、借鉴的价值,也可以为今天的区域法制建设

提供一些启示。比如,要坚持维护自己的主权、维护法治的统一性等,都是如此。如今,中国区

域法制的研究方兴未艾,值得推波助澜,添砖加瓦。

Abstract:RegionallegalsystemsacrossChinachangedwhentheFirstSino-JapaneseWarwasover
andthemostconspicuousonesoccurredintheforeignconcessionsandleasedterritories,whichcouldbe
evidentlyepitomizedbychangesastojurisdictionsandlegalprovisions.Intermsofjurisdictions,thema-
jorchangescouldbedemonstratedasfollows:i)thejurisdictionsofregionallegalsystemsintheprevious
foreignconcessionswereenlarged;ii)thejurisdictionsofregionallegalsystemsinthenewforeigncon-
cessionsemerged;inaddition,iii)thejurisdictionsofregionallegalsystemsintheleasedterritoriescame
intobeingforthefirsttime.Intermsofthelegalprovisions,theregionallegalsystemsweremorecolo-
nized,Japanizedanddiversified.Thereasons,whichcouldbefoundtohavemainlyaccountedforthese
changesuponexploration,aretriply,includingthemoresevereimpairmentofChina’ssovereignty,the
aggressionandexpansionofJapanandtheinfluencesfromthetraditionsofwesterncountries.Moreover,

thesechangesproducedsomeadverseoutcomesasfollows:i)theunityoftheChina’slegalsystemswere
furthershattered;ii)Chinesepeople’shumansrightsweremoreseverelyviolated;iii)moreandmoree-
conomicachievementsofChinawerelooted;andiv)vilepracticesweremorewidelyproliferated,etc.
ThoughchangesoftheregionallegalsystemsinChinafollowingtheFirstSino-JapaneseWarhaveal-
readybecomepartofthehistoryatpresent,theyarestillofvalueforustoponder,makereferencetoand
drawsomeinspirationsfortheestablishmentofpresentregionallegalsystems.

KeyWords:TheFirstSino-JapaneseWar;RegionalLegalSystems;ModernLegalSystems;Legal
SystemsinForeignConcessions;LegalSystemsinLeasedTerrit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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